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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與魏源經世思想比較分析 

李 國 祁 ∗

 提 要 

本文之所以將包世臣與魏源的經世思想作一比較分析，係因兩人

的困頓境遇頗為相似，又均是嘉道咸時期主張經世致用的重要人物。

包世臣一生是極端的道德論者，他主張利用保甲制度，強制的推行德

治。其所提出的辦法頗似極權政治，對人民諸事嚴格規範。然則由於

家貧青少時代曾種植蔬果維持家計，又性格務實，凡事必親臨其境，

考察利弊得失，對於清代漕運鹽政與河工均能提出可行的改革意見。

更因留心時事，極早對英人在遠東的活動，提出警告，甚至主張必要

時派兵驅逐英人，佔領新嘉坡，改為郡縣。對於英人在華大量傾銷鴉

片及棉紡職品，使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白銀外流，極為留心，主張貨

幣使用銅織、紙鈔，而不廢銀。所謂而不廢銀者，係仍然允許民間持

有白銀。 
魏源自幼個性孤獨，喜好沈思冥想。青少年時代喜愛王陽明心

學，迨游學北京，師侍公羊學大師劉逢祿以後，乃沉潛於公羊學與理

學，對於古本經典，深具研究心得。先後編著有大學古本、詩古微、

書古微、公羊古微、董氏春秋發微諸書，已儼然成為經學名家。道光

初年因賀長齡所託，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及入江督陶澍與蘇撫賀長齡

幕府，更注重經世致用之學。主法後王，注重當代。此後因受鴉片戰

敗的刺激與林則徐的委託，編撰成海國圖志一書，介紹世界諸國形

勢，主張以夷制夷。頗以是卓越的縱橫家自居。 
魏源經世思想注重收集文獻，溯源尋根，建立理論，於清代鹽漕

河工的改革均著有專著，但總不及包世臣的實際可行。其西方知識遠

比包世臣豐富，卻也不及包世臣觀察敏銳深刻。如果說魏源思想反映

出書生本色，則包世臣一切講求實際，注重可行性。在十九世紀包世

臣是著名的詩人及書法家，唯由於在經學的造詣上遠不及魏源，而其

經世理論架構又不能如魏源聳人聽聞，致其在經世思想上的地位頗不

及魏源聞名。 

 
∗  本文作者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退休及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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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世思想 西方認識 以夷制夷 

前 言 

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論及經世思想，嘉慶至咸豐時期的包世臣與魏源

應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均可視為是近代經世思想的先驅人物。過去研究兩人個別

的著作雖然很多，但將兩人作比較分析者，似尚少見。本文之所以願作此種嘗試

者，係因人物思想研究必須要有比較，方能看出其所長與所短。而比較更應該與

同時代異性質的人比較才能更見其特徵。包世臣與魏源雖年齡差距不小，然因卒

年相差無幾，兩人大半生處於同一時期，兩人雖然相識，無論其成長的背景，或

經世思想的體系，均有很大不同 。故仍然作此種比較分析嘗試，以觀清代嘉道咸

時期經世思想的多樣性。 

一、包世臣的生平與治學根源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號倦翁，自稱安吳先生。生於乾隆四十年，卒

於咸豐五年，享年八十一歲。安徽涇縣人。是嘉道之世著名的詩人與書法家以及

注重經世致用的學者。對於清代重大的弊政鹽法漕運河工等均有具體的改革方

案，曾參與鹽漕河工的改革工作，名動公卿。由於個性的倨傲，宦場並不得意，

一生困頓。氏雖係皖南人，但自幼家居南京。父名郡學，係寒儒，教書為生。世

臣由於留心時務，對於當時的洋貨充斥，洋煙的日漸流行，洋人眾多東來，深為

隱憂不已。曾提出些建議和看法，雖未盡為當政者採行，但頗具遠見，故被視為

是一位具有遠識的經世思想家。 

包世臣少年時曾因父病家貧，親種蔬果十畝，以濟家用，
1
由是深究農家利病。

稍長轉興趣於兵學，沉潛深研孫、吳、司馬三家兵法，並及於其他有關兵學書籍。

亦深究左傳、國語、戰國策、越絕書、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書所載戰爭，撰

成兩淵十六篇，五千餘言，及論古代軍事得失，五千餘言。

嘉慶二年（1797），世臣廿三歲，受知於皖撫朱珪。時因川楚白蓮教之亂，安

                                                      
1  Arthur W. Hummel 1943,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Taipei reprinted 197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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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亦水寇猖獗。世臣建議造分水龍快艇百艘，用作戰艦。而所謂分水龍者，船小

底尖，兩頭銳，船外夾以輪。人在船內以足踏輪撥水，可快速航行。船上覆以牛

皮，可禦炮矢。其利用機械的原理，約與西方最早之輪船相似。另亦主張招撫水

寇，屯墾江中新淤沙洲。
2
惜因朱珪調職，不果行。後兵備道宋鎔用其策，勒兵協

防港口，不許湖北雙飛燕小船入港，使水寇盡被驅離皖省。
3
由是以知兵聞於世。

而世臣亦以知兵事依附於川鄂大吏間。時恰當川楚教亂之際，散兵游勇每聚以為

亂。世臣主用鄉兵平亂，輔以撫輯流亡，以及散兵游勇，均給予土地開墾，使能

安家立業，減滅動亂之源。
4
對於練兵，主採精兵主義，並以近人情，不難為人，

為帶兵之要。
5

嘉慶五年（1800），世臣東返江淮，究心於鹽漕河工諸務。仍以奇策遊走於大

吏之間。雖有盛名，然科場並不得意。嘉慶十三年（1808）三十四歲方中舉人，
6

此後連續十三次參加會試，皆未能中。但已是名動公卿的名士，使其原極自負的

性格，更趨倨傲，以致於在大吏幕府中難於長久，僅能以經濟刑名之學短期為人

所用。嘉慶十六年（1811）曾佐百齡治河。道光年間亦曾佐陶澍辦理海運、治河

及改革鹽務。
7
世臣為人才氣縱橫，卓立獨行，坦蕩不喜約束，再加以倨傲過甚，

故始終難得長期倚重之主。三十六歲以後，定居揚州，然仍時而出遊，足跡遍南

北諸省，所到之處留心時務與民生利弊。此時與魏源頗有往來，並因魏源之介紹，

得識賀長齡。 

包世臣雖個性倨傲，卓立獨行，由於自負具有治世之長才，始終有入世任官

之心。惜未能考取進士，故至道光十五年（1835），方以舉人大挑知縣派往江西任

職。但因丁母憂，他卻無法前往。
8
服闋後，道光十八年（1838）方得權江西新喻

縣。時世臣年已六十有四，垂垂老矣。旋因處理新喻漕糧舊案不當，被劾去職。
9

                                                      
2  胡韞玉輯，《包慎伯先生年譜》，廣文書局重印本，頁 6 下－7 上。 
3  同上書，頁 7 下。 
4  同上書，頁 8 下至 9 上。 
5  同上書，頁 10 下。 
6  蔡冠洛編，《清史列傳》（即清代七百名人傳），啟明書局重印本，頁 451，包世臣。 
7  胡韞玉輯，《包慎伯先生年譜》，頁 37 下。 
8  同上書，頁 36-37。 
9  同上書，頁 37；蔡冠洛，前引書，頁 451，包世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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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當鴉片戰爭之時，世臣仍寄寓江西。楊芳以參贊大臣赴粵辦理抗英事務，及林

則徐獲罪北上，均在經過江西時與之相晤。而且與楊芳之晤，雙方係筆談，蓋楊

芳耳聾故也。
10

道光二十四年（1844）世臣整理其舊著，彙集而成安吳四種一書，凡三十六

卷，約四十萬言。其書所以命名為安吳者，以涇本秦縣。季漢時曾分為安吳，故

以為名。安吳四種計分為：中衢一勺，七卷。主要討論漕鹽河工三大政，其書初

成於道光四年（1824）。藝舟雙楫，九卷。為其討論治學、書法及其文集。管情三

義，八卷。為其詩集。齊民四術，十二卷。為討論農政、保甲、禮、刑、兵，以

及其若干論政書信。
11

包世臣在安吳四種總目敘中自稱他所受的中國傳統經史子集等的影響：“於

經則詩、禮，於史則國語、國策、馬、班、陳、范、資治通鑑，於子則孫、吳、

孟、荀、韓、呂，於總集則文選、古文苑，於彙編則通典、冊府元龜、山堂考索，

稍見其深。＂事實上，世臣由於家貧，幼時僅誦讀易、詩、禮，二十三歲在朱珪

處方得讀及十三經注疏，略及訓詁。
12

故他的治學，與乾嘉時代的一般學者不同，

並非由小學及訓詁學入手。或由於受他的父親影響，世臣相信詩是諸經的綱領，

關乎倫常德化，可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因此他將詩經視為尊德性的一種手

段，為學當由讀詩經開始，
13

故仍然是一位與傳統的儒生相同，將詩經德化論的學

者。 

對於詩經既是如此的看法，因此對於禮很自然的更持相似的觀點。以為禮是

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他根據孟子的說法，君子以仁存心 以禮存心。

堅信：仁者愛人，禮者敬人，愛人敬人人恆愛敬之。
14

又以為上者好言道，次者則

言法，道附於事，統於禮，因此子思說禮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亦認為養民之

                                                      
10  胡韞玉輯，《包慎伯先生年譜》，頁 38 下。 
11  根據房兆楹在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書中稱，安吳四種成書於 1844 年（道光

二十四年），兩年後方用安吳四種之名稱。見該書頁 610。 此處言 1844 年者，係根據是年

包世臣的自序。 
12  〈總目敘〉，包世臣，《安吳四種》，文海影印本，卷首，頁 3 下－4 上。 
13  〈十九弟季懷學詩小錄序，道光壬午〉，《安吳四種》，卷 9，頁 1 上；頁 34 下，〈示十九弟

季懷，嘉慶甲子〉；頁 5，〈書毛詩關睢序後，道光辛丑〉。 
14  〈文譜，道光己丑〉，《安吳四種》，卷 8，頁 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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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教民之法，一切必須本乎禮。
15

因為受上述的這種傳統的道德論看法的影響，包

世臣終其一生，始終是一位道德論者，而且主張對於人民與社會應給予極強制的

道德約束。而他的這種思想根源，是來自傳統儒家的看法，特別是詩經與儀禮的

影響，實際上也是受他父親的影響。蓋他對詩與禮的認知，自幼得之於他父親。

故包世臣雖在思想上充滿了改革與變法的精神，但在根本上，他仍然僅是一位傳

統儒術經世思想的奉行者。 

在史著方面，他既是一位道德論者，使他這種道德論的喜好，亦顯現出深受

讀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影響，論事多持道德史觀，喜以道德論的態度評論史事。 

在子集方面，他雖喜好兵學，根本上仍服膺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的看法，以

為唯士能為。對勞心與勞力的看法，相信勞心者治人，勞力者治於人；治於人者

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對於近人的著作，他最欣賞顧炎武的日知錄。少年時代曾欲購買，惜無錢。

自以為所著說儲兩篇內容多與日知錄相似。他贊同顧炎武的看法，認定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以及治亂的關鍵在人心與風俗，而轉移人心，整飭風俗，是達到教化

綱紀不可或缺的必要措施。他同意教化綱紀百年養之而不足，朝夕敗之而有餘的

看法。包世臣在治學的方法上究竟與痼亭林不同，深不贊同顧氏的摘章句以說經，

他不崇尚小學與考據之學，這是他與顧亭林的很大不同之處，也是他在乾嘉時代

人物中的特立獨行。 

由於年幼時期生活的困苦，使他自幼養成無論讀書治事，著重實用。也許正

因為如此，使他一生要經世致用與治學未曾走向空虛的純理論之途。 

二、包世臣的政治認識與社會經濟理念 

在基本觀念上，包世臣堅信為政之道在通民情使民富。他在說儲上篇前序中

曾說：“國立於三，行之以一。夫維心以德，養尊以威，合眾宜財。財匱則威不

行，威沮則德不立。＂
16

他將通民情，使民富，視為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基礎。

                                                      
15  〈與楊季子論文書，嘉慶丁丑〉，《安吳四種》，卷 8，頁 15 下－16 上。 
16  〈說儲上篇前序〉，《安吳四種》，卷 7，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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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到這項基礎的唯一方法是地方官的親民。官府如能親民，使民富，國家的政

治安定與社會繁榮，就很容易能夠達成。故他在基本的政治認知上，仍然是服膺

儒家的民本論。 

對於法律，他的認知是：齊一人民的行為。他相信儒家富而好禮，衣食足而

後知禮義之說，人民如果貧窮是常會犯法的。而法律廢弛，將造成利浚於下，財

匱於上。所以君主應以恭儉之德昭示天下，以求人民的溫飽。
17

這種思想雖合乎儒

家的標準，卻與西方近代消費刺激生產促進經濟繁榮的觀念，大不相同。因而亦

反映出他的民富論純粹是未受有西方影響的。 

由於當時中國仍是農業社會，包世臣的富民說也是以農民為其著眼點的。根

據他的計算，天下之土可以養天下之民，反對中國田地不足分配之說。
18

為了使農

民能夠安居樂業，政府應使天下土地盡耕，講求農事的改進。因此他在所著齊民

四術中，以農政為首，討論農事的改進。 

包世臣雖重農，對於工商亦不排斥。瞭解無工則無用，無商則不給。與農是

三者缺一不可。對於士，他承認是四民之首，居於社會的領導階層，國家治亂的

關鍵所在，居高位者必須努力求取人才。也許由於他個人懷才不遇的處境，他主

張人才是要由居高位者發掘求取，而非毛遂自薦的。
19

而且他的人才標準是必須才

德兼具，使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尊德性與道問學及經世濟民三者等量齊觀的。 

包世臣的整個政治的理想是：國富（也就是民富）君尊（也就是有其威嚴），兵革

不興（也就是社會和平安定），民樂其生（也就是人民生活康樂滿足）。而達到此

一理想所應採行的方法是：(1)法令簡明。他對於當時的法令──特別是財稅法令

規章的嚴繁苛刻，使官員動轍得咎，官員自顧自救尚不暇，遑論恤其政體，極其

不滿。
20 (2)用士應求其才，他以為士大多內迫窮困，外遭沮抑，久之將造成決惑

                                                      
17  同上註。 
18  根據包世臣的計算，如計口授田，約人可得五畝有奇。中歲共可得穀十二石。中人歲食穀

七石，耕六餘四。冬夏所穫，山澤所出，尚不在內。（見《安吳四種》，卷 7 下，〈中衢一

勺〉，頁 33 下－34 上。 
19  拙著：〈由安吳四種論包世臣的經世思想〉，《近代中國早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1988 年，

頁 626。 
20  〈上篇序目，嘉慶辛酉〉，《安吳四種》，卷 7 下，〈中衢一勺〉，頁 3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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熒眾，每為厲階。為政者應禮賢下士，虛心求才。他反對人盡其才的說法。他所

視為的才是才德兼具的大才。而對於所謂的小人或小有才，他是不予考慮的。
21 (3)

應條列敗壞政教於時最切的流弊，設刑罰以救之。在齊民四術中，他以為吏無恥

則營私不奉法令；士無恥則苟且而不畏辱身；民無恥則游惰而敢犯法。
22 (4)對於

官員，則應條列職守，整飭親民之政。他相信地方官員由於待遇菲薄，經費不足，

致而貧而志污，忘其本職。故應條列職守，整飭親民之政。世臣對地方官不明刑

名錢穀諸務，一切仰仗胥吏，致胥吏弄權，深不以為然。使他對地方官所要求的

親民，亦包含有熟悉政務的用心。 官員對於小吏則應賢賢相推，廣為辟補。
23 (5)

視理財係為政之大端，當務之急。不利於民者，必亦不利於政府。應條列其宜，

責成辦理。對財政官員的防檢，不宜太苛，如此方能流行暢而收效速。
24

由上所述包世臣的政治認知，無論是民富國富論，重農親民說，以及才德必

須兼具的主張，在在反映出他是一位儒者，而且是注重禮治與德化，有循吏論傾

向的學者。 

包世臣既是一位重農主義者，他的經濟理念在根本上自然亦是以農業為主。

他根據孟子所言：“民事不可緩也，易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相信

只要輕徭薄賦，使民歸農，自然會經濟繁榮，奸邪不生，社會安定。他堅以為治

平之樞在郡縣，郡縣之治在農桑。因此在齊民四術中討論農的問題時，寫下辨穀、

任土、養種、作力、蠶桑、樹植、畜牧七項。由這七項的討論，可知他的農業經

濟理論如下： 

1. 地盡其利，儘量開墾。他沒有環保或水土保持的觀念，主張不顧一切的墾

荒，由山下直墾至山頂。不能開墾之處，則種樹。
25

2. 以道德的觀念，衡量經濟作物與農家副業。因此贊同蠶桑樹藝蔬果及飼養

家禽家畜，反對種植煙草、鴉片與釀酒。他在庚辰雜著中，認為近來人民

貧窮的原因有二：一、煙耗穀於暗，二、酒耗穀於明。此處所謂的煙是指

                                                      
21  同上書，卷 7 下，〈中衢一勺〉，頁 36 上－37 上。 
22  〈庚辰雜著一，嘉慶廿五年.〉，《安吳四種》，卷 31 上，〈齊民四術〉，頁 1-3。 
23  《安吳四種》卷 7 下，〈中衢一勺〉，頁 37。 
24  同上書,卷 7 下，頁 37 下。 
25  〈任土〉，《安吳四種》，卷 25 上，〈齊民四術〉，頁 13 上－1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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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種煙草需要很多人工，最耗地力。而且抽煙耗財耗時間，這些損失

都是不知不覺的。故曰煙耗穀於暗。酒包世臣以為古時用之的目的有三：

一、成禮，二、養老，三、醫病。而今荒郊野巷均有酒店，到處都是醉民。

釀酒最耗米糧，故酒耗穀於明。人民應當禁煙禁酒。
26

3. 至於鴉片，他所看重的，仍是國人吸食所引起的白銀外流的問題。按照他

的估計，僅蘇州一地，每年因吸食鴉片而造成的銀漏，就有三四百萬兩之

多。 

4. 對於貨幣問題，主張用銅錢及紙鈔而不廢銀。他分析當時錢日賤銀日貴的

原因有三：一、商賈轉輸百貨用銀，二、政府收稅用銀，三、洋人走私鴉

片所造成中國白銀流入外國的銀漏日益嚴重。而錢日賤銀日貴影響升斗小

民最鉅，今當用紙鈔取代白銀，但白銀仍許民間持有，故曰用錢及鈔而不

廢銀。為防止民間私印紙鈔，以及避免發行過於浮濫，他主張只有中央政

府才可以發行紙鈔，而且鈔額以五百文（後改為一千文）起，至百千（後

改為五十千）止。發行數量初以一歲錢糧的半數為準，日後可增至一歲錢

糧收入的一倍。對於鑄錢，他反對鑄面額大的貨幣，如以一當十或當百的

銅錢。
27

大體上他略有防止通貨膨脹的認知。 

對於社會問題的認知，他在基本觀念上，要嚴密社會的組織，以及注重知識

份子（士紳）的領導。因此他看重中國原有的保甲組織，要加以強化，十戶為甲，

十甲為里，十里為保，十保為鄉。鄉有鄉老，保有保長與保貳，里有里正，甲有

甲首。對於所轄人民，分別善惡正邪以及貧富，列等載於戶冊與田冊，加以管理。

每戶設有門牌，載列家口、年貌、產業、錢糧、畜牧、竹樹等資料。亦即一切公

開化，毫無隱私可言。尤有甚者，犯罪變好變壞亦均一一載明。田冊記載每戶得

田數。有田六畝者，為上戶，四畝為中戶，二及一畝為貧戶。無產無業，老病無

子孫以及子孫幼弱，或家有一壯，但扶養人口四五人及以上者，均為窮戶。而有

田十畝以上者，為饒戶。上萬金者為富戶。富戶又分三等。社會上的婚喪喜慶各

                                                      
26  〈庚辰雜著二〉，《安吳四種》，卷 26，〈齊民四術〉，頁二下。 
27  〈與章淵甫書，道光壬辰〉，《安吳四種》，卷 26，頁 7 下；頁 8，〈答王亮生書,道光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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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活動均有明確的規定。
28 總之，包世臣是要透過嚴密社會組織──保甲制度，

來嚴密控制社會。而他心目中的理想社會是有等差的階級社會，絕非是自由開放

的平等社會，一切要加以管制，一切要整齊嚴謹。他所欲建立的社會模式與今日

的極權主義社會頗為相似。 

對於士人，他瞭解其在社會上所起的領導作用，因之希望經由保甲來加以教

育與考核，建立所謂士冊，記載士人的行止，不僅注重對其品德學問的考核，更

須親身力田勸農。兒童六歲就學，不僅讀書，尚須教導尊親敬老友愛孝順，子弟

聰穎無經濟力量就讀者，由官方培育之。他的理想是：民化於士，士化於吏。他

希望經由保甲制的監管，士人能行己有恥，知書達禮，甚至允文允武，成為人民

的表率。
29

而一般人也能注重道德禮讓，各安其業。 

包世臣由於是極端的道德主義者，為獎善懲惡，他要在村莊要道口，修建旌

善及癉惡亭，另外鄉保里甲負責人也可佈告村民善惡行為，來褒揚或儆戒居民。
30

諸此種種在在顯示出他是一位具有積極干預性的道德論者。唯極值得注意的是，

他對於宗族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與保甲間的關係，討論之處不多。也許在他的

觀念中，保甲可以涵括宗族，宗族注重親情，往往難於公正。然則不論如何，他

也相信宗族制度是可以協助保甲組織推行的。 

三、包世臣對漕鹽河工三大弊政的改革意見 

中國由於幅員遼闊，物產分佈不平均，傳統時代的交通運輸困難，而元明以

降，政治軍事重心在北方，稻米產地在南方，特別是長江下游，於是造成北方必

須仰賴南方的稻米接濟。其運輸是經由江南至通州的大運河，時稱之為漕運。漕

運的數量在清代每年約四百萬石，極其驚人。漕糧由征收到運輸上船，以及至通

州入倉，經過官府漕丁船戶倉吏種種的盤剝，是清代極大的弊政。江浙地方官及

地主均為此叫苦連天。包世臣曾於嘉慶九年（1804）著海運南漕議，道光五年（1825）

著海運十宜兩文，向江蘇大吏建議以海運取代漕運。包世臣曾親至上海，瞭解當

                                                      
28  〈說保甲事宜，嘉慶辛酉〉，《安吳四種》，卷 28 上，〉〈齊民四術〉，頁 2。 
29  拙著：前引文，頁 633 至 634。 
30  〈說保甲事宜〉，《安吳四種》，卷 28 上，〈齊民四術〉，頁 9 上－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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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上海是中國南北海運的樞紐。上海往南的海運由於沿海多是岩岸，其運輸的船

隻是吃水深的尖底的鳥船。中國北方沿海多是沙岸，港口水淺，所行者是平底的

沙船。南北運輸船隻各有不同，其船幫亦異。上海沙船的北航，大多運貨不多，

其貨運主要是依靠回程的運載東北所產的大豆。故如能將漕糧交由沙船北運，應

是其船幫極為樂意之事。官府可令沙船北往時規定每船以運載量 70%載運漕米，

其餘 30%仍可由其載運他貨，並厚予運費，另給予所載漕糧 5%之損耗補償。他的

這項意見在 1804 年曾向江蘇當局建議，由於浙江巡撫阮元的不支持，而未被採納。

31
二十一年後由於運河的淤淺，航運困難，道光帝下詔徵詢海運是否可行。他復上

書蘇省當局，提出海運十宜的建議，而次年為陶澍採行，以 1562 艘沙船運送漕米

一百六十三萬三千石至天津。成為陶澍在江蘇的一項重要治績。
32

唯海運當時並不

能完全革除漕運之弊；漕運停止，運河沿途以漕運為生者如漕丁及船戶等，生計

問題亦難解決，何況海運尚有風濤之險，故清廷仍然未能長期採行。包世臣自始

即瞭解問題的根本解決，仍在於增加北方食糧的自給。他曾於嘉慶十四年（1809）

於海淀謁戴均元時建議，按照過去怡親王籌辦直隸水患開墾荒地的舊例，招老農

教導旗民於馬廠一帶荒地開墾，按照他的估計，官府歲可獲百萬石的地租以解決

北方部分民食。惜未被採行。
33

此後他在道光十五年（1835）著畿輔開屯以救漕弊

議，主在畿輔數百里之內，可通舟楫之處相地開墾水田五百三十萬畝，按民間均

分辦法，政府可得米二百萬石，是漕糧的半數，可以減輕一半漕運的負擔。
34

惜仍

未被採行。 

對於漕丁問題，他主張厲行屯田，以為不僅使彼等生計有著，而且修船有費。

由於此時的政治已懨懨無生氣，他的這些自以為是良策，均未被接納採行。 

鹽，中國自古以來即行專賣制度。而所謂的專賣制度，實際上多是政府設鹽

官管制生產與運銷，一切生產與行銷的事務仍是由指定的灶戶與包商來辦理。可

以說是一種官督商銷的專賣制度。但由於中國產鹽的地區很多，於是在行銷上採

                                                      
31  〈海運南漕議，嘉慶九年〉，《安吳四種》，卷一，〈中衢一勺〉，頁 1 上至 3 下。 
32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710；魏秀梅，《陶澍在江南》（台北：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年），頁 107-108。 
33  〈海淀問答〉，《安吳四種》，卷 4，〈中衢一勺〉，頁 29 上。 
34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道光丙申〉，《安吳四種》，卷 7 上，〈中衢一勺〉，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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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引岸制度。所謂引是指鹽的重量，引有大小，大引一般為每包重四百斤，小引

則重二百斤。故是指銷鹽的數量。而岸是指行銷的區域。當時某個地區所產的鹽

行銷某區是有嚴格規定的，如果妄自行銷他區，則是私鹽。這種管制的生產與行

銷，以及銷鹽區的劃分殊難盡善盡美，再加上政治社會風紀不良，因而產生各種

私鹽，影響政府鹽課的收入。包世臣認為乾隆年間鹽商自行成立務本堂，負責統

籌政府各項稅收攤派，一般鹽商不直接與鹽官往來，官商勾結較少，鹽務的情況

較好。自從改管堂為管庫，允鹽商直接與庫官來往，於是鹽務大壞，官商勾結日

甚。鹽商拖欠庫款，官因徇私，受商挾持，而商亦因走私又受船戶挾持。於是走

私盛行，官鹽因價昂而難銷。
35

他相信兩淮鹽務整頓，首在大量裁撤管鹽的閒員，

使鹽運司管錢糧，鹽大使管灶戶，多方降低官鹽成本。官鹽價賤，私鹽無利可圖，

自然走私減少。他更主張盡量開放鹽的行銷，減少為少數鹽商壟斷。祇要行銷區

內州縣給予執照，鹽官即應允其購買販賣。
36

正因持如此開放態度，故亦贊成仿浙

魯鹽區，實行票法。道光十年（1830）旨令戶部與兩江總督陶澍議商改淮鹽為民

運民銷。他遂上代議淮鹺條略二十五條，主張廢除灶戶征課，僅征商課，實行票

法，運司處繳款，鹽場憑票取鹽，簡化繁複手續。各種鹽課一次繳納，不再另行

徵收他項稅課。
37

並應對淮北鹽的運銷有所改革，平抑淮北鹽集散地西壩的鹽價，

而提高產地池戶的鹽價，並允許淮北鹽經淮南而他銷，使淮北鹽務較前興旺。
38

包世臣對於淮鹽的情況瞭解頗深，所提出的改革辦法，確是一針見血。由他

的辦法中，也可以看出，在貿易問題上，他的態度與對社會問題不同，反而有若

干自由貿易的開放精神。 

關於河工問題，包世臣自稱學自於郭大昌。他一生服膺二說：一是“治河始

自下流，下流既暢，上瀾自安。＂另一是明人潘季訓的理論：“以堤束水，引而

入海。＂“唯旁決之河沙墊底高，不可以行，須洪水歸槽，沙隨水刷，才可用之。＂

他不贊同西漢賈讓不可與水爭地之說，贊同靳輔於黃河口築長堤入海，以逼軟淤

                                                      
35  〈小倦游閣雜說二，道光己丑〉，《安吳四種》，卷 5，〈中衢一勺〉，頁 15-17。 
36  〈小倦游閣雜說三，道光庚寅〉，《安吳四種》，卷 5，〈中衢一勺〉，頁 23 上－24 上；〈庚

辰雜著五，嘉慶二十五年〉，《安吳四種》，卷 3，〈中衢一勺〉，頁 5 上至 8 下。 
37  〈代議改淮鹺條略，道光庚寅〉，《安吳四種》，卷 7 上，〈中衢一勺〉，頁 3 下－11 下。 
38  〈上陶宮保書，道光甲午〉，《安吳四種》，卷 7 上，〈中衢一勺〉，頁 2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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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
39

他曾於嘉慶二十二年（1817）著說壩一、二兩篇，主張以壩治溜，以溜

治槽，而激溜在設壩。意在築壩束水使水沖刷河底泥沙，使河床落差增大，水流

有較好的沖刷力。
40

他同意潘季訓的說法，築壩非對不能逼溜，非斜不能導溜。築

壩不可太長太高，但必須是對頭斜壩，否則不能有效。
41

對於築堤，他也欣賞潘季

訓的主張，黃河堤應分為大堤與縷堤，大堤築於距河床兩岸千丈之處，縷堤築於

距河岸三百丈之處，縷堤矮於大堤，大堤與縷堤之間為洪氾區。對頭斜壩則當修

於縷堤之內。
42

他曾將這些理論用於治蘇北裏河中河及運河，頗能收效。因此根據

這些經驗，他於嘉慶十五年（1810）著策河四略，其第一略救敝要略，是討論治

理運河，以及如何築壩和利用黃河與洪澤、高郵等湖水，來調節運河水位，便利

航運。要點則在築壩禦黃，濬運引入湖溜，以增強運河的沖刷力。 

其第二略守成總略，是討論如何革除河工官場的弊端。第三略籌款至略與第

四略積貯本略，主要討論籌措經費與儲備物料。其中亦討論及治水成功後的墾淤

問題。
43

由此可以瞭解，他的討論治河不純粹限於治河的技術，尚包括與治河相關

的各方面。殊顯現出他洞察的深遠與處事的周詳。 

由上述的包世臣有關漕鹽與河工之討論，可以看出他對清代的這三大弊政是

確實下過一番研究的功夫，而且很有心得。正因為他對這三項問題有深入的認識，

能提出恰當的解決之道，故才能為真正努力治事的大吏所任用。祇可惜包世臣脾

氣過傲，難與人長久相處，遂使其終生竟抑鬱不得志。 

四、包世臣對西力衝擊的認識 

包世臣既有敏銳的觀察力，又留心時務，很自然的他對當時西力的東漸，以

及所引起的問題有其看法。就經濟問題言，由於十八世紀末，中國社會上已發生

錢日賤銀日貴的現象，故被認為是由於外洋以其奇巧奢侈品輸華，換取了大量中

                                                      
39  〈籌河芻言，嘉慶一三年〉，《安吳四種》，卷 1，〈中衢一勺〉，頁 4。 
40  〈說壩一，嘉慶二十二年〉，《安吳四種》，卷 2，〈中衢一勺〉，頁 21 下－22 上。 
41  〈說壩二，嘉慶二十二年〉，《安吳四種》，卷 2，〈中衢一勺〉，頁 24 上。 
42  〈救敝要略〉，《安吳四種》，卷 1，〈中衢一勺〉，頁 23 
43  關於策河四略的詳細討論，可參閱拙著前引文〈由安吳四種論包世臣的經世思想〉，64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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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白銀所致，稱其問題為銀漏。在嘉慶年間清政府曾三次（1799, 1809, 1814）

下令禁止紋銀出洋。故就正規貿易的銀漏問題言，包世臣不是提出這一問題的最

早者。但對於鴉片走私是造成銀漏問題一項主因的看法，包世臣則極早即予提出。

嘉慶二十五年（1820）他在庚辰雜著二中已提出鴉片耗費中國的銀兩，是：“外

夷以泥來，內地以銀往。＂每年僅蘇州一地即耗銀三四百萬兩。
44

約早於林則徐等

的認知約 13 年之久。此時他已了解鴉片之所以愈來愈盛，因為是一種毒品，吸食

者難以自止。他主張由拔本塞源入手，斷絕中外貿易，每年中國所損不過稅銀二

百萬兩而已。其他正當貿易可以改為中國以貨物往彼處以貨易貨貿易。
45

其主張顯

然窒礙難行。由此可以看出他對貿易往來的必然性了解有限。這時他已了解英國

是外夷中最強大者，不過其領土僅約中國百分之一，沒有甚麼可怕的。在心理上，

他是如同當時人的一般看法，西洋人需要中國的茶葉大黃，中國仍可以貿易控制

之。 

此後他自蕭枚生處聞知英人據有新埔（新加坡）廣招粵人。當時他在北京，

乃向閩粵人多方詢問，知英人改新埔為新加坡，廣刊漢文書籍。並曾以兵船闖入

珠江，要脅粵督接受英王文書。乃知問題嚴重，痛恨行商與不肖華人的助夷。迨

聞知英人於乾隆時一度佔據舟山，乃於道光六年（1826）致書蕭枚生，勸其早日

完成粵榷志儲一書，以撥其機括。
46

兩年後，同鄉姚亮甫出任廣東按察使，他致書

建議派員赴新加坡探視英人情況，必要時應撤回其地僑民，派兵驅逐英人，將新

加坡仿照台灣，改為郡縣。
47

顯然在他的觀念中，仍視中國為天朝上國。 

鴉片戰爭時包世臣已六十六歲高齡，他仍關心時事，除在楊芳與林則徐過江

西時相論時事外，他曾為閩省提督陳階平作職思圖記，思籌海以稱職。以為今日

英人與昔時倭寇不同，今日官幕兵役鴉片煙商均與英人勾結。故僅與英人相戰是

治標，治本仍在甦民困，固民心。他對當時沿海一帶漢奸充斥，憂心忡忡。他與

楊芳筆談時，也主張先斷英人與漢奸間聯絡，並行以夷攻夷，用粵潮州嘉應州民

                                                      
44  〈庚辰雜著二，嘉慶二十五年〉，《安吳四種》，卷 26，〈齊民四術〉，頁 4 下－6 下。 
45  同上文，《安吳四種》，卷 26，〈齊民四術〉，頁 6 下－7 下。 
46  〈答蕭枚生書，道光丙戌〉，《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1 上－2 上。 
47  〈致廣東按察姚中丞書道光戊子〉。《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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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及習海邊崽以制夷。
48

迨三元里事件發生後，他自林則徐處聞知，同意林氏看法，

堅主民氣可用，以民制夷，收復香港。
49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與楊芳筆談時，即表

示洋人不長陸戰之說絕不可信。沿海地區必須加強陸防。他除關心閩粵的防務外，

亦關心江浙防務，曾上書欽差大臣裕謙等，應更外注重京口等漕運線防務。
50

惜並

未為接受。 

鴉片戰爭和約江寧條約簽訂時，包世臣正在南京，他一方面痛恨主和官紳的

苟且無恥，一方面認定善後之局，在收人心 ，求人才，結良化莠，奮發圖強。此

後由於五口通商，洋布及鴉片的充斥中國市場，他憂慮使江南致富的紡織業趨於

崩潰，在致許太常書中說：“近則洋布盛行，價當梭布（即手工所織之土布），而

寬則三倍，是以布市銷減，蠶棉所得豐歲而皆不償本，商賈不行，生計路絀。＂

他認為如此更會造成錢賤銀貴。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仍是他一向所主張的貨幣

使用銅錢及紙鈔而不廢銀。
51

綜括上述的討論，可以看出，在對西方的認識上，包世臣確有不少過人的見

解，但是他究竟沒有親身辦過夷務，因此他的認識有一項極大的缺點，那就是他

雖然承認夷人船炮精猛，但他不倡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他與林則徐魏源等

的最大不同，也是他不如林魏之處。然則不論如何，他是一位留心時務，極具才

華的人。可惜由於個性的倨傲，竟抑鬱不得志。人的個性就某方面言，與自我意

識有極大的相關性。才華高之所以容易造成自負，是來自於自信心強，亦即自我

意識旺盛，甚至自我偉大過甚，難於與人相處。就這一點言，包世臣頗與咸豐年

間負責夷務的葉名琛甚相似，兩人個性自負倨傲的形成雖各有不同，但其命運的

悲劇性，卻都是與這種個性倨傲自負有關。 

 

 

                                                      
48  〈與果勇侯筆談〉，《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7 下－10 下。 
49  〈答果勇侯書〉，《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11 上－12 上。 
50  〈上兩江督部裕大臣書〉，《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12-14。 
51  〈致前大司馬許太常書，道光丙午〉，《安吳四種》，卷 26，頁 37 下。另在致其族姪開孟信

中亦曾表示：近日洋布大行，價僅土布三分之一，松太布市消滅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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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魏源的生平與經世理念 

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
52

其名為源係日後所改。字默深，一字墨生，

湖南邵陽人。年齡少於包世臣十九歲。但包世臣高壽，1855 年去世，享年八十一，

而魏源早卒，1857 年去世，享年僅六十四，故兩人有大半生均在嘉慶至咸豐中期，

如就其最具活動力的時期來考量，應屬同一時期的人物。邵陽是湘西重鎮。湖南

民風樸實，民性堅忍強悍，具有極強的拗性與韌力。故俗稱湘人為騾子，形容其

性格如騾子般拗而具有頑強韌性也。而邵陽則在此種民風民性上，更居湖南之冠。

此對魏源日後的治學與追求事理的執著，頗有影響。 

魏源父名邦魯，武舉出身，長期於江蘇各縣任巡檢及胥吏。源行二，幼時與

兄弟生活在邵陽鄉間，依祖父及母度日。其與一般兒童不同處，沉默寡言，喜獨

處沈思。七歲入學，於塾師所授領悟力強。更常閉戶夜讀，經常足不出戶，乃至

於家中所蓄諸犬見之群吠不已，竟以為是陌生人也。家人常以其個性孤僻，落落

寡歡為憂。而其祖父獨不以為然，視為異數，將成大器，鍾愛之。
53

祖父卒後家道

中落，以母善持家，勉可度日。即使如此，其家庭經濟情況似仍好於包世臣少年

時代。時魏源之文才已漸聞於鄉里。九歲時曾因參加縣考，得知縣召見。知縣見

桌上茶盂內繪有太極圖，乃曰：“杯中含太極＂，囑源對之。源因懷中有餅二，

乃立即對曰：“懷內孕乾坤。＂知縣大驚其才。
54 源十五歲中秀才。旋入廩。此

時魏源潛心於陽明學及史學。廿歲成拔貢。曾兩次參加鄉試，僅中副榜。道光二

年（1822）再赴順天應試，竟高中第二名。時魏源年已二十九歲。道光九年（1829）

方得選為內閣中書。其會試亦不平順，遲至五十一歲，道光二十四年（1844），方

中會試 第四十九名，唯因試卷塗改，罰禁參加殿試。次年，補行殿試，方正式中

進士。
55 故就科場言，魏源並不因極早中秀才而得意。致使其宦途亦難平步青雲，

任官僅及於知州。其情況略優於包世臣。 

                                                      
52  黃文琛等修，《邵陽縣志》，光緒二年，卷 8，〈選舉志上〉，貢生。 
53  王家儉著，《魏源年譜》（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 年再版），頁 2-3。 
54  王家儉，前引書，頁 3。 
55  王家儉，同上書，頁 104-105；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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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年魏源中會試後，因過去之捐輸，已取得候補知州身份，乃得以

知州資格分發江蘇任官。江蘇其父長久在此任巡檢及胥吏，而魏源本人亦曾在布

政使賀長齡（後陞巡撫）及江督陶澍幕府，並且久已成為名動公卿的知名學者，

理應可得優缺。只因會試的波折，而為人亦非長於鑽營者，故僅得權揚州府東台

縣。旋丁母憂去職，服闋後，復權興化縣。真可謂官運何其不順也。道光二十九

年（1849）蘇北大水，河督堅持開閘洩洪，時興化等地稻米將熟，一旦洩洪淹水，

稻米收成全無。魏源不得已越級擊鼓請命於兩江總督陸建瀛阻之，獲允。使蘇北

七州縣免於水患，稻米收成良好。人民極感德之，名所穫稻米為魏公稻。
56

次年乃

得補任高郵知州。咸豐三年（1853）太平軍兵鋒將及揚州，魏源雖辦團練衛鄉及

佈告揚言清大軍將沿運河南下剿敵，使太平軍改道北伐，但仍為楊以增以延誤驛

傳，奏劾罷職。蓋楊氏即道光二十九年之河督，藉此以報前嫌也。尋以緝獲梟匪

有功，副都御史袁甲三奏復其官，魏源堅辭不肯就，唯仍寓居高郵。
57

咸豐七年

（1857），卒於杭州。 

魏源宦途之偃蹇，頗與其執拗湘人性格有關。處事執拗不善轉圜，視為正當

者，常堅持不肯退讓，難於適應當時社會之官場形態。而其此種性格之養成，亦

顯然受其幼年喜孤獨自處影響。具有此種性格者，每宜於治學，而不宜於從政，

魏源即可視為其典型也。 

魏源自幼在性格上既孤獨沉思好學，於是很自然的在治學途徑上傾向於義理

理論的講求，而不會去作繁瑣精細章句文字的考訂工作。使其性格已具有喜好理

學以及追求因果關係的史學傾向。故其青年時代治學喜陽明學，亦即心學，與史

學。相信心體為一切根本，道問學與尊德性可並行不悖，知與行必須同時並重。
58

對他日後的經世致用思想，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於史學他此時閱讀無多，但推崇

史記。 

魏源得拔貢以後，隨父赴京。在北京由於侍郎周石芳（系英）的推崇揄揚，

名動公卿，在知識界被視為是年輕俊彥之士，未來學術界的一顆明亮之星。而他

                                                      
56  Hummel，前引書，頁 850。 
57  蔡冠洛，前引書，頁 420，魏源。 
58  劉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年），頁 36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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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到知識界的讚賞與推崇，是因為他以極其謙虛誠懇的態度從胡承瑛請教漢

學，姚學塽講求宋學，更重要的是從劉逢祿研習公羊春秋。使他的學識基礎大為

加廣加深，治學的境界趨於恢弘。 

除此而外，對他日後有重要重大影響的，是結交了一群朋友，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浙江仁和的龔自珍。龔自珍不僅對魏源的變法思想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日後

經龔的援引，魏源參加了宣南詩社，結交了一群志同道合的改革之士如林則徐黃

爵滋等。 

即在此次北京停留時，魏源已開始其對經書古本的研究，第一種即是編輯大

學古本，共二卷，其方法係以古本之說注古本之書，在下卷則編取宋元先儒之說，

以供參考印證。他認定大學之要在知本，知本之要在致知與誠意。其立意仍在尊

德性與道問學並行並重。
59

其書於第三次來京時，在北京與孝經集傳、曾子章句兩

書一同刊印。 

曾子章句與孝經集傳，殊代表魏源對兩書在儒家經典中地位的認知。兩書完

成於魏源由京返里後。孝經集傳係節錄明人黃道周之作，目的在昌明曾子之學。
60

曾子章句係以曾子十章及孝經而成。概括而言，魏源極推崇曾子及孝經，以為其

見道也徹上徹下，一以貫之，宜乎子思孟子皆出其門。認為曾子十章應列於四子

書，孝經的博大是塞乎天地，橫乎四海，仁、義、禮、忠、信、行、彊、樂等的

增強劑，對於人是絕不可或缺的。
61

道光元年（1821）魏源的來京，主要是參加順天府的鄉試，惜僅中副榜。次

年終於考中順天府舉人，並館於直隸提督楊芳家。楊芳雖是武人，然頗尊敬學者，

其本人喜與經世致用具改革精神的文人往還，不僅厚予薪俸，禮遇魏源，魏源亦

自楊芳處瞭解地理學的重要，開始注重研究地理學， 後並編著鳳凰廳志與屯防

志，
62 

對其將來寫作聖武記與海國圖志，大有幫助。 

此後魏源一方面在賀長齡及陶澍幕府中工作，參與海運鹽務及河工諸項改

革，並編寫皇朝經世文編等書，一方面在任內閣中書及以後時期，沉潛於經學與

                                                      
59  魏源，〈大學古本序〉，《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 1，頁 47；王家儉前引書頁 17。 
60  魏源，〈孝經集傳自序〉，《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 1，頁 48。 
61  同上書，〈外集〉，卷 1，頁 49，〈曾子章句自序〉。 
62  王家儉，前引書，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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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的研究。先後完成詩古微、書古微、董子春秋古微及公羊古微等書。其要

多在承常州學派之餘緒，注重今文學，力申公羊之說，闡述張三世，通三統，異

內外諸例，已儼然是公羊學派承先啟後之一大家矣。自此其在經學學術研究上的

地位大定。與包世臣的貢獻僅停留於改革當時的弊政和書法詩文方面，大不相同。

故就經學學術研究言，魏源的成就，包世臣是難望其項背的。 

魏源經世思想的理念主要見諸於道光六年（1826）他為賀長齡所編的皇朝經

世文編一書中。綜括他在該書中所言，其理念的重點約有下列四項： 

一、法後王，注重當代與實用：皇朝經世文編的體例實創自明代後期陳九德

編皇明名臣經濟錄、陳其愫編皇明經濟文輯、馮應京編皇明經世實用編、萬表編

皇明經濟文錄、以及明亡前夕徐孚遠、陳子龍與宋徵璧所編的皇明經世文編諸書。

正如松江知府方岳貢在皇明經世文編序中所說的：“學士之家不知近事，往往是

古而非當今。然而傳曰法後王，則以昭代之人文經昭代之國事，豈有不足者耶？＂

63
魏源既是今文學家，法後王是其一向所主張的。故他在編皇朝經世文編時，也採

取同樣的理念。他說：“然昨日之歷（曆）今日不可用，高曾器物不如祖父之適

宜。時愈近，勢愈切。聖人乘之，神明生矣，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矣。＂
64

另在皇朝經世文編的編例中，他亦說：“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志在措

正施行，何迂途廣徑。既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迺其綱領。凡高之過深，微卑之

溺糟粕者，皆所勿取。時莫切於當代，萬事莫備於六官，而朝廷為出治之原，君

相乃群體之總，先之治體一門，用以總庶政。凡古而不宜，或汎而罕切，皆所勿

取矣。＂
65

魏源相信任何事物常是：”有利必有害，論相反者或適相成。視智者亦見仁，

道同歸者無妨殊轍，”但最重要的仍在於一切必須合乎實用。所以他說道存乎實

用，志在措正施行。顯然他對知識與理論所最看重的，仍在其實用可行性，以及

認真的去執行。而在時間順序的觀念上，他倡言要由近及遠，由今及古。由這一

                                                      
63  賀長齡編，《皇明經世文編》，國聯圖書公司影印本，第一冊，頁 26-27。 
64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文海影印本，第一冊，頁 1。 
65  同上書。第一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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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看法可知他的理念是與今日現代化的理念是相合的。當時他的這種認識，在以

中國的夏商周三代為政治楷模，崇尚法先王的主流思想下，的確是居於時代的先

驅，而非傳統之士與包世臣等所能比擬。 

二、注重德性與禮法：魏源雖然要法後王，注重當代與實用，但仍然沒有完

全跳出儒家傳統的德化與禮法的窠臼。他相信：性本乎人。德來自於人心，合乎

眾人之仁，本質是以仁為根本。大道一定是以眾人之仁為基礎。禮樂是道之器，

食貨是道之資，治世是道形諸於事。堅持法本乎人，人的行為則在於心。
66 在皇

朝經世文編敘文中，他引用詩經：“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度之。＂

及“周爰咨度，周爰咨謀。＂來說明注重他人意見，集思廣益的重要。而為學的

目的在致知：“知從違，知參伍變化。＂他亦要格物，是“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

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
67

於皇朝經世文編五例中則說：

“有治人無治法，故倉儲保甲各專門者，仍挈其源於吏；知治家即治國，故宗法

家教皆自修者，而屬其政於禮。＂
68

顯然亦憧憬于德治與禮法。而且如果將經世之

學視為包涵尊德性道問學與經世濟民三大項，則他的理念頗與清初顧炎武等相

近，是視尊德性與道問學為其基礎的，而尊德性又與禮法有不可分的關係。 

三、注重時變，講求因時制宜，執兩用中：一般而言，法後王與注重時變原

是公羊學派的主張，魏源的此一思想最早應是受劉逢祿的影響。除劉逢祿而外，

則應是好友龔自珍。蓋龔雖僅長於魏源兩歲，但在北京受業於劉逢祿遠早於魏源。

龔自珍即堅信：“自古及今，法無不改，勢無不積，事例無不變遷，風氣無不移

易。＂ 69
服膺易經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說，力持興利除弊，適時變

革。魏源既相信任何事物均是利弊兩面兼具，古今有所不同的，故在理論的基礎

上，已存在有變的觀念。由此而產生時變的認知，可以說是很自然之事。他常說：

“天下無數百年不敝之政，無數百年不變之法。時易勢殊，敝極必反。凡於勝國

為藥石而今為荃蹄者，亦所勿取。＂“風俗時勢與世移易，今與古有不能強為沿

                                                      
66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內集〉，卷 2，頁 15 下。 
67  《皇朝經世文編》，文海本，第一冊，頁 2。 
68  同上書，第一冊，頁 6。 
69  龔自珍，〈上大學士書〉，《龔定庵全集》，〈補編〉，卷 2，頁 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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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者。＂
70

進而認為變是常態，不變反而要產生衰敝的。如果要變，則必須去弊，

因時制宜，執兩用中。而在選擇是否確是因時制宜，執兩用中時，則當博採周諮，

注重大眾的意見，多方考慮，如此方能取其利而去其弊，真正達到因時制宜，執

兩用中的目的。他說：“是以保甲之難易，軍屯之礙通，封礦之閉開，喪祭之聚

訟；差徭則均雇相難，河流則南北爭持，鹽課有歸商歸稅之殊，耗羨有歸公歸官

之辨；籌畿輔則水性土性異宜，議轉漕則河運海運旁出；桑漳築堤，而謂宜去堤；

吳淞建閘，而謂宜去閘；涇渠為千古之大利，而或極言其害；釀酤為古今通禁，

而或極陳其難。主賓互形，偏歧難定。惟集思廣益，庶執兩用中，則取善之宜廣

也。＂
71

    四、追求事物的演變在通其理，識其要，與溯其源：魏源認為任何事物的形

成有其理、其要、以及其源，因此要達成去弊因時制宜執兩用中的目的，必須通

其理，識其要，知其源。而且每種事物的理、要與源均有其特殊性，其演進有一

定的順序，不可錯亂。他曾舉例：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飯，是有一定的節次，

宜各致其功，不可謂土能成飯。這種由土迄飯的演進特性與程序是其特有的，與

其他事物的演進程序與特性並不相同。觀察事物能夠洞察其理其要與其源的，那

才是真儒。
72

而其言下之意，他就有這種本領，意在自詡為真儒。 

     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在他所謂的事物之理、要與源三者中，他極強調溯源。

也就是他要對一切事物與問題，推本求源。他曾說：“夫推其本以齊其末，君子

窮源之學也。宜民者無迂途，實效者無虛議。＂
73

他的因時制宜與執兩用中的目的，

在符合眾人的要求，故宜民是他經世的最終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找

出造成眾人有這樣要求的原因，於是溯源成為最必要的方法，而使他整個的經世

理念程式是： 

追本溯源──去弊──變法──因時制宜──執兩用中──宜民 

此外，由於魏源相信天下無數百年不敝之法，無不除弊而能興利之法，時代在不

斷改變，利弊相因，禍福相依，使他的整個經世理念程式是生生不息循環不已的。

                                                      
70  《皇朝經世文編》，文海影印本，第 1 冊，頁 5。 
71  同上書，第一冊，頁 5-6。 
72  同上書，第一冊，頁 8。 
73  劉廣京，前引文，頁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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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不僅在史學上注重循環論，在經世理論上，也是循環論思想家。 

就上述魏源經世理念的討論，可以瞭解他的經世思想與包世臣的最大不同，

在他根據今文學家注重時變與法後王的看法，從經學上去建立一套循環論的因時

制宜執兩用中的宜民理論架構，而包世臣很少考慮到那麼深遠，只是要實際的去

解決問題，此固由於包世臣主張法先王，而更根本的是，包世臣在經學上的造詣

遠遜於魏源。 

此外兩人思想另一項的最大不同在：魏源雖主張尊德性，但他的道德意識遠

不如包世臣強烈，他僅主張德化，而無意用極強制的手段來推行。 

六、魏源的對西方認識與海防思想 

在鴉片戰爭結束時，魏源先後完成兩部有感於時事的書：一是聖武記，另一

是海國圖志。聖武記是記敘清代前期盛世的武功。他感於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

江寧條約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欲以盛清的武功來激勵國人，並提出努力圖強

的根本之道。他強調富強的根本在人才的講求。國家財用不足，不能謂之貧，人

才不足方是真貧。而起敝振衰之要則在行軍法之治。他根據清代前期的武功鼎盛

以及傳統的觀念，來討論邊防戰守練兵籌餉等事務，
74

故尚不能透徹看出他對時代

巨變的認知，顯示他在著此書時，對西力衝擊嚴重性的感受，尚不夠深切。而著

海國圖志則完全不同，如眾週知，他著海國圖志是受到林則徐的囑咐。道光二十

一年（1841）六月，因鴉片戰爭而獲罪的林則徐北上赴京，路過江蘇，魏源趕往

京口相晤。兩人曾長談整日，林並將所編譯之四洲志與相關資料交予魏源，囑咐

編著專書。魏源遂更多方搜集資料，乃成海國圖志一書。
75

故魏源在編著海國圖志

一書時，雖距著述聖武記時間不久，但他對西方國家的認識已經大不相同，瞭解

西力東漸所帶來的衝擊是時代的劇變。因此在書中一開始就表明寫作的目的在促

使國人瞭解海上來的各國，特別是西方諸國，並提出抵禦其侵略的辦法。在魏源

編著海國圖志之時，正是不少有識的中國知識份子努力著述西方國志，促進國人

                                                      
74  魏源，《聖武記》，〈序〉。此書計十四卷，共約四十萬言。 
75  《海國圖志》此時初成，為五十卷，後 1847 年增為六十卷，1852 年再增為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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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西方國家的時期。如梁廷柟著粵海關志、夷氛紀聞、海國四說，徐繼畬著瀛

環志略等。這些著作雖在記敘西方國家的真實情況上，有勝於海國圖志之處，但

影響力是無法與海國圖志相比的。因為他們未曾積極的提出因應西方國家侵略之

道。 

魏源將海國圖志分為兩大部分：一部分是討論海道來華各國的情況，亦即國

志的部分。他的記述誠如上面所言，真實性不及梁廷柟與徐繼畬所著。蓋他僅根

據他人的文字記載，未曾如徐繼畬親自向洋人詢問過。亦不如梁廷柟久居廣東，

比較容易瞭解西人。他可以說完全是閉門造車，紙上談兵。然而在這部分中他仍

然有他的特色，那就是他努力記敘了許多西方奇器 如火輪車火輪船以及大砲等的

製造方法，儘管他所寫下的這些方法真正的可行性大有問題，但他始終存有師夷

長技之心。由此可以.看出他著作動機的深遠，確與上述諸人有所不同。 

另一部分即是置於篇首而極為人稱道的籌海篇，亦即是他根據鴉片戰爭時國

人各種意見，整理後所提出的因應西方國家侵略的辦法。在基本的觀念上，魏源

是如同那個時代的大多數中國人，認定中國科技不如西洋，夷人以船堅炮利及海

戰見長。因此與夷人相戰，當以守為主。他根據常理，以為兩國相爭，雖然：“非

款（和）即戰，非戰即款，未有專主守者。＂但是任何一個戰爭仍然以能守最重

要。蓋：“不能守，何以戰；不能守，何以款。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度。＂

76
既然洋人船炮精猛，長於海戰，他也如鴉片戰爭時期很多國人的主張，毅然提出：

“守外洋不如守海口，守海口不如守內河（陸）。＂而且他對當時清政府正規軍的

作戰能力，也很懷疑.，因而在調兵作戰上，主張：”調客軍不如練土兵，調水師不

如練水勇。”由他的這個主張，可以看出他缺乏正面的主動出擊精神。一般而言，

船炮不如人，就應該積極改善軍備，主動出擊，與洋人外海爭鋒，那裡有退守海

口，更退守內陸的道理。顯然他與鴉片戰爭時代的很多國人相同，不僅對政府絕

望，本身亦缺乏一種正面面對事實積極振作的精神。
77

在籌海篇中魏源提出的另外一項因應夷人侵略的辦法，就是在國際關係及自

強努力上，執行以夷制夷的政策。他所提出的以夷制夷政策計包括三項：一、以

                                                      
76  魏源，《海國圖志》，卷 1，頁 1 上。 
77  拙著，《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論文集》（台北：國立編譯館，1999 年），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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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制（或作攻）夷，二、以夷款夷，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其第一項又分為兩

點：甲、.調夷之仇國以攻夷，乙、用中國藩屬以制夷。由於時當鴉片戰後，魏源

心目中的假想敵是英國，而且以為英俄是互仇的。故他的調夷之仇國，是要聯俄

制英。由他在文中用調字，可以瞭解在他的內心中，仍然有相當中國是天朝上國

的觀念，以為中國尚可以隨意命令俄國去攻打英國。至於利用中國藩屬去攻打中

國的敵國，這一看法是在鴉片戰爭中即甚流行。當時國人常建議利用的藩屬有二：

一是廓爾喀（尼泊爾）一是安南。要利用廓爾喀的原因，是該國曾擊敗由印度入

侵的英軍。國人遂誤認為廓爾喀人勇敢善戰，英人深懼之。要利用安南的原因，

據說安南海邊居民善於潛水，可潛入海中鑿沉夷船。由他的這種想法，應可瞭解

他對西方國家的認識，仍然幼稚敷淺。
78

至於以夷款夷，就字面上已可瞭解，如果與敵人談和，也當利用他人或他人

利益為之。仍然是與以夷攻夷相同，均是要利用他人保護自己。魏源為以夷款夷

也提出兩項辦法：一、聽互市各國以款夷，二、持鴉片初約以通市。就第一項言，

魏源秉持與自中外通商以來絕大多數國人相同的認知，堅信夷人仰賴中國貿易，

中國可以貿易作為外交的手段控制之。故第一項的用意則在以貿易之利逼使英人

就範。他譴責當時官員款夷的因循茍且，得過且過。現在他要對恭順的他國夷人

多予貿易之利，而迫使英人自覺用兵的失策，改變態度，俯首聽命。或聯絡英人

所忌之國，基於貿易之利，居間折服調停，迫使英人屈服。
79

想法頗為天真。 就

第二項言，他希望因中國的禁止鴉片，迫使英人在華走向正當貿易的途徑。顯然

也是一種幻想。蓋中國本身根本沒有禁止鴉片的能力，英人走私鴉片正大獲其利。

英國是既要拓展對華正當貿易，也要努力走私鴉片，雙管齊下，榨取中國財富。

由此可發現，魏源本身未曾參加夷務工作，對當時真實情況與西方諸國現勢，瞭解

有限，以致他所主張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夾雜不少幻想式的紙上談兵，書生之見。
80

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古今中外皆常行之，但這種政策的推行，有其必要的條

件，那就是推行的國家必須真正認識所要利用的國家與敵國之間存在的矛盾，可

                                                      
78  同上註。 
79  同上書。頁 80-81。 
80  魏源上述主張稍後已有學者如陳澧等認為有可議之處，唯大多數士人仍加以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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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之利用。另一項先決條件是推行其事的國家必須有掌控主動推行其事的能

力。魏源主張推行以夷制夷的政策，極有可能受有林則徐的影響。蓋林則徐在廣

東禁煙時，曾行分化英美，聯美制英。雖是牛刀小試，曾獲有若干的成功。魏源

基於他的西方認識，深以為英俄既是互仇，應存在有可為中國利用的矛盾。更由

於他仍有天朝上國的觀念，相信中國具有掌控主動推行其事的能力。祇可惜他的

西方認識仍然不足，再加以他紙上談兵的書生縱橫家性格，遂使他的以夷制夷政

策，雖能聳人聽聞，卻真正的可行性有限。就這一點而言，他遠不及當時主持夷

務的耆英。耆英相信中國無掌控主動推行以夷制夷的能力，在外交上反對以夷制

夷。他的外交政策是要堅守成約（遵守條約），是要因勢利導，一視同仁的。
81

魏源以夷制夷政策的第三項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一項主張是真正對日後

中國以及其他的東方國家如日本朝鮮均產生影響。英法聯軍之役以後至甲午戰爭

以前的清季自強運動即是以此為努力的主要目標。
82

唯值得注意的，為了自強而師

夷之長技，這是應該的，但為何要制夷才去師夷之長技，這是要予以討論的。此

時中國雖然敗於英國，但國人在觀念上仍然自視甚高，對於西方的文化，甚至包

括科技知識，仍予蔑視。魏源以師夷之長技作為制夷的手段，顯然含有兩種心態：

一、相信並不會損害中華文化的偉大，僅是因要制夷，而臨時採用之作為一種手

段而已。二、承認西洋文化值得學習，為了減低阻力，故冠以制夷之名。這兩種

心態看似互相矛盾，實則應是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人心中的。只是對魏源而言，

也許第二種比較強烈一些。 

由上述的討論，可以瞭解在對西方的認識與海防的思想上，魏源與包世臣有

很大的不同。魏源晚生包世臣近二十年，鴉片戰爭時曾在英軍進犯浙江時，短期

參與欽差大臣裕謙的幕府，後並自林則徐處得到很多知識，再加以編著海國圖志

的關係，他所有的西方認識，絕非包世臣所能比的。但是包世臣對西力在經濟上

對華衝擊的敏銳觀察，如鴉片紡織品及煙草等所造成的影響，似又非魏源所能及。 

就海防思想言，魏源雖然有一套理論，十分聳人聽聞，但究嫌過於退守消極，

                                                      
81  耆英外交政策的優點在和平開放，缺點在予他國利益均霑，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 
82  甲午戰前自強運動前期的自強理論之一即在師夷之長技。如曾國藩曾說：“欲求自強之

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輪舟等具為下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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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夾雜許多雄辯虛幻的成分。包世臣則比較具有積極精神，如建議派人前往新

嘉坡探視。雖亦有不可能之處，如必要時佔領新加坡。但少縱橫家的作風，顯然

比較落實，沒有書生的狂想虛驕之氣。顯示出包世臣早年種過果菜，親身力田，

不似魏源自幼孤坐斗室，是喜愛幻想沈思的書生。 

七、魏源對漕鹽與河工的改革意見 

對於當時國內的三大弊政漕運鹽務與河工，魏源也曾著文立說，提出改革意

見。早在道光五年（1825） 高堰決堤，運河復又梗塞時，海運替代漕運之說再興。

魏源曾代賀長齡上書兩江總督魏元煜，並著籌漕篇（上篇），兩年後又著籌漕下篇，

力主海運。在此三文中，他分析元代海運的失敗在於官主其事，勞費無度。今日

眾人畏懼海運者，每以為有風濤之險，海盜猖獗，所運米糧易霉濕。而阻撓其事

者，則是屯丁、上海稅儈、與天津倉胥，蓋使其無利可獲也。但海運簡便迅速，

有益於國計民生及海商，而況今日海運久已大開，平安暢旺，遼海東吳若咫尺，

朝洋暮島如內地。如行海運漕米，則當交由海商辦理。由滬赴津每海船可運米千

餘石，以上海北往海商船隻二千餘艘計算，一次可運二百餘萬石，二次即可運完

漕米四百萬石。他認定海運漕米之成敗，在上海天津兩地經辦其事者是否得人。

上海不得其人，則船數可使多變少，商情可使樂者畏，僱值可使省者昂。天津不

得其人，則米之乾燥者可潮濕，石之贏者可短缺，船隻回空者可延滯。
83

大體而論，其所言甚有可行性。但如將之與包世臣意見相比較，可發現頗為

相似，唯具體深切不如包世臣之意見。蓋包世臣曾親身於上海考察，而魏源則否。

極有可能，魏源的看法仍然是採自包世臣的意見。蓋此時魏源已與包世臣相結交，

並曾為海運漕米事介紹包世臣予賀長齡。 

道光六年（1826）底，魏源收集有關江蘇海運之檔案文獻等為蘇省編輯江蘇

海運全案，共十二卷。為興辦南漕海運必讀之重要參考資料。充分發揮其擔任幕

僚，以及長於編輯文獻之專長。亦可看出魏源之經世方法與包世臣的差異性。魏

                                                      
83  魏源，〈籌漕篇上〉，及〈復魏制府詢海運書〉，《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七；王家儉，

前引書，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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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喜歡尋源收集資料，由瞭解事情的來龍去脈入手。而包世臣則注重實地的考察

體認，兩人各有千秋。但也反映出魏源是秀才不出門能知天下事型的注重知的書

生，而包世臣則是一切注重行的實踐型人物。 

關於鹽務的整頓，魏源由於人久在江蘇幕府，故其改革意見多是針對兩淮的

鹽務。道光十年（1830）清廷以兩淮鹽務弊端叢生，鹽課銳減，裁兩淮鹽政，改

由江督兼理，並擬改行票法。
84

道光十二年兩江總督陶澍命魏源參與鹽課改革事

務，而且包世臣亦在共同籌議其事之列。兩人的看法大原則相同，均認為兩淮鹽

務的改行票法可先由淮北試辦，成功後再推行於淮南。之所以應由淮北先行改革

的原因，魏源的看法是：淮鹽共有二十三鹽場，淮北僅有三場，規模小，產量少，

現年產不過三十萬引（兩淮年共產一六○萬引），所行銷的引岸區域亦小，推行較

易。如果失敗，影響亦不大。魏源追尋根源，以為淮鹽的根本問題在官鹽成本高。

造成淮南鹽成本高的原因是由於科則過重，私鹽有利可圖。淮北鹽務問題則在運

道艱困，途中起卸轉運過多。鹽包時而由大變小，時而又由小改大，自然增加其

成本。
85

他改革的著重點置於制度的簡化與改變，不似包世臣著眼在官商的勾結，

場、壩、所等管制機構的盤剝。兩人雖均主張改行票法，但立場卻各有不同。包

世臣的立場是立於人民方面，直接攻擊官府的腐敗，官員的不肖，而且主張減少

管制，儘其可能的開放，具有自由貿易的精神。而魏源則否，他甚少言及官員與

官府的不良問題。也許他久在大吏的幕府，不方便攻擊官家的缺陷，甚至或者更

有欲為官方諱的用心。由這一點也可以說明，為何魏源可以長期在大吏幕府中工

作，而包世臣則否。 

對於淮南鹽務的改革，魏源著有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一卷，認為影響淮南鹽

銷路滯退的最大原因，在鄰私的傾銷。而所謂鄰私主要是指鄰近的其他地區如浙

鹽川鹽等對淮鹽引岸的侵灌。此種非法的傾銷，雖亦是官鹽，因行銷於自己鹽區

之外，故仍然視之為私鹽。淮南鹽由於科則重，成本高，因而難敵鄰區鹽的侵灌。

他認為鹽之緝私僅有緝場私，而無緝鄰私之法。要想敵鄰私，只有降低淮鹽的

成本。故淮鹽減價之年，鄰私阻而不行。所以他主張再簡化手續，降低科則等

                                                      
84  王家儉，前引書，53。 
85  王煥錪，《陶文毅公年譜》，原書未見，轉據王家儉前引書，頁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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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86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無論對淮北鹽或淮南鹽的成本過高，均歸咎於乾隆後

期以降的錢日賤銀日貴的金融因素。
87

很顯然的，他對金融問題的瞭解不如包世

臣。似乎對物價與通貨膨脹問題知識缺乏。其實錢日賤銀日貴的現象是全國性的，

並非兩淮地區所獨有。倒是他因而主張鹽課用錢而不用銀的看法，與包世臣主張

中國在幣制上使用銅錢紙鈔而不廢銀，略有相通之處。 

對於三大弊政中的河工問題，魏源似最不擅長，所提的改革意見也最少。在

鴉片戰後道光二十四、二十五年春，他兩次赴京參加考試時，曾渡過永定河，對

該河水患留有深刻印象。因而便中加以考察，並著畿輔河渠議。他認定永定河的

築堤束水是一項錯誤。如要徹底解決直隸水患，永定河應南決順其所向，以舊河

作為北岸，於新河築遙堤限制其水漫流。他的這項意見是根據當地人的看法，
88

他

並沒有像包世臣，對於治河下過精深的研究。 

道光二十八年（1848）魏源丁憂服闋後，仍派於江蘇任官。最初曾負責監督

蘇北運河的挑濬工作，因而接觸蘇北的河工問題。由於時間甚短，而且僅是監督

濬深運河的淤淺之處，他並沒有提出甚麼看法。迨權興化縣，因大水，是否當及

早啟閘洩洪，淹沒農田，以保護水利設施，或晚洩洪以顧全農家收成，他因是親

民之官，主以農穫為重。所持的立場與河道總督不同，雙方發生爭執。魏源雖因

得江督陸建瀛的支持，而獲得勝利。
89

但亦深知蘇北河工問題的複雜性，有其兩難

之處。蓋當時晚啟閘洩洪，一度亦發生湖水暴漲，將要衝破大堤，魏源曾親自冒

生命危險，率眾下水護堤。正因為如此，江督陸建瀛日後乃派魏源查考蘇北下河

水利。他由興化赴南京，先逐一查考中段及下游情況。又經由六合繞道赴洪澤湖

西岸安徽境內的盱眙天長，查勘上游禹王河故道。並參閱歷年檔案文獻以及各種

圖說，最後撰成下河水利書。認為主張應在下河的上游將淮河分泄入長江，以及

主張應在下游築堤束水入海者，均是如同畫餅充飢，徒然勞費難成。
90

他所提出的

                                                      
86  郭修寶，《寶慶府志》，卷 101，〈藝文志〉，轉據汪家儉前引書，頁 58-59。 
87  王家儉前引書，頁 59。 
88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 6，頁 1-4。 
89  王家儉前引書，頁 122。 
90  同上書，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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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是解決當務之急，先增強運河西岸的土石堤壩來防範湖水的氾濫，免得蘇北

水患不斷的發生，造成民困。其著眼點仍在於先解決蘇北興化等州縣水患影響農

田收成的問題。就治河而言，實非長治久安之策。但或由於他曾在陸建瀛幕府工

作，深得陸氏的信任，或由於經費的困絀，陸建瀛竟然同意採行他的主張。 

如將魏源上述治下河的辦法與包世臣的治河作一比較，將可發現，就治河的

理論言，他不及包世臣對水利問題瞭解之深。包世臣根據水力學的原理，服膺治

河應自下流始，相信下流既暢，上瀾自安之說。因此他贊同明代治河專家潘季訓

以水攻水的理論，築堤束水，增強河流沖刷力，引之入海。而魏源卻要上下游皆

不管，祇於運河西岸增強其堤防，防止湖水的沖灌，完全不合水力學的原理。甚

至在湖水的處理上，包世臣的意見也比魏源高明。包世臣主張修復洪澤湖至下河

的五條引河故道，是用疏導宣洩的方法來解決湖水的沖灌，與魏源的一意防堵，

是相當不同的。由此可以看出魏源雖然熟讀文獻，甚至也親往考察，畢竟未曾具

有良好的水力學基礎。 

另一項值得一提的問題是：在漕鹽的改革意見上，魏源均曾採納過部分或全

部包世臣的意見，為何對河工問題他不加採納。極有可能，由於包世臣治河的意

見多發表於嘉慶年間及道光初年，他未能閱及。而他注意治河問題是在道光晚年，

此時包世臣不在蘇北，兩人可能沒有聯絡，似亦難於請教。 

結 論 

綜括上述諸節的討論，可以得到下列的結論： 

就儒家基本思想的體系言，包世臣不如魏源對經學下過精深的研究功夫，他

祇謹守傳統法先王的看法，注重禮儀與德治，甚至並由此引伸，主張經由嚴密的

社會組織如鄉里保甲等，硬性強迫的推行德治，使他在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構想趨

向於獨裁專斷，業已超出儒家行仁德化的社會與政治措施範圍，反而有極權獨裁

的傾向，是一位積極強制型的道德論者。魏源則因受公羊學的影響，在儒學的理

論體系上走向另一個方向。雖然並未完全跳出尊重先聖的窠臼，但主張法後王，

注重當代，已表現出濃厚的改革變法精神。 

魏源由於自幼喜好閉戶沉思冥想，又受有心學及理學的影響，致而雖亦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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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行合一，唯個性使然，治學深愛從文獻上追源究根，遂而偏向於紙面上重知的

成分，其理論甚至流於空想雄辯，有縱橫家的色彩。而包世臣自幼親身種植蔬果，

養成注重實踐，是重行的人物，萬事深究其可行性，視僅知而不能行絕非真知。

致而其經世思想的缺點，流於其理論在學術上多平實無高論，使其經世思想常難

吸引學者之心，所獲的評價每置於較低的層次。故無論在當時或後世，其名聲與

地位均不如魏源。 

魏源由於擅長收集文獻，又自林則徐處獲有大批資料，故其西方認識遠較包

世臣深廣，但其海國圖志一書卻充滿了紙上談兵不可行的成分。包世臣雖所具有

的西方知識不如魏源，唯由於平時注重行的經驗以及留心政經時事所養成的敏銳

觀察力，反而甚早即能察覺到西力衝擊所帶來的危機，在十九世紀初即能提出應

切實因應的警訊。 

在解決當時漕鹽河工三大弊政的意見上，魏源的貢獻在彙集檔案文獻資料，

編輯成冊，並在海運與鹽務的問題上採納有包世臣的意見，但所提的辦法卻不如

包世臣的具體深切可行。其治蘇北下河的意見，看似注重農民利益，實際上卻違

反水力學原理，僅是一種臨時的因應。包世臣則一切必親身實地勘查，其解決的

方法在漕米的海運和淮北鹽務的行票法上，均對實況有深入瞭解。而且基於利民

的立場，甚至具有若干自由開放的精神。亦敢公然指責官府的腐敗與官員的不肖，

不似魏源有為官方諱的嫌疑。河工更是包世臣之所長，他所擬的辦法既合乎水力

學的原理，亦服膺明代及清初水利專家潘季訓與靳輔所行之策，治河始自下游，

築堤束水，以水攻沙。這絕非魏源所能比擬的。 

魏源在清代思想史上地位的奠定，不純在於他的經世思想，其在經學上的成

就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包世臣除經世思想外，卻僅以書法與詩聞名，致而他在

注重經義學術的傳統社會中，他的經世思想反而沒有其詩文書法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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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Statecraft 
of Bao Shih–chen and Wei Yuan 

Lee Kuo-ch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n the 

statecraft between Bao Shih-chen and Wei Yuan. Having met the same vicissitudes, 

they stood out as important scholars who insisted on statecraft duringChia-ching to 

Hsian-feng Periods. As a moral extremist and a practical person, Bao Shih-chen  

proposed reforms on water transport of rice, salt monopolization and river 

management,which seemed most feasible, He also admonished Chinese to be aware of 

those Englishmen who invaded actively in the Far East, and even proposed to expel 

them from Singapore by force if necessary. While the Indian opium and English textiles  

were  tremendously dumped in China which led to the collapse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and Chinese silver flowing abroad, he insisted on using copper-coins and bills 

instead of abandoning the silver. 

    Living in solitude in his childhood,Wei Yuan was prone to meditate and absorbed 

in Yang-ming learning. After having studied in Peking and been taught by Liu Feng-lu, 

he was infatuated with Kung-yang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 He wrote and edited books on classics, and then 

became a famous scholar of classics, In the early Tao-kuang years, he edited a book 

under the title “Collected Writings on Statecraft of the Reigning Dynasty (Huang -Chao 

Ching- Shih Wen-Pien)”. After becoming a guest –advisor to assist Tao Shu, 

governor-general of Kiangsu, Anhwei and Kiangsi, and Ho Chang-ling, governor of 

Kiangsu, he devoted to the statecraft and practical learning. Having been stimulated by 

the defeat of the Opium War and appointed by Lin Tze-hsu,he edited Illustrated 

Gazetteer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 (Hai-Kuo Tu-Chih) in which he introduced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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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powers and suggested that the authority should adopt the policy to control 

barbarians by barbarians as if he were a talented strategist. 

    Wei also emphasized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searching out the sources of the 

matter and then building theories on the reform of salt-monopolization, rice-transport 

and river management shown in his writings,which were not so fearsible as Bao’s. 

However, Wei’s knowledge of the West was far more abundant than that of Bao’s, but 

was not profound in depth. So Wei’s thought pretty reflected a scholar perspective, 

meanwhile Bao was more practical. In the 19th century Bao was a known poet and 

calligraphist. His achievement in classics was not as high as Wei’s, and his significance 

in statecraft is therefore not so known as the latter’s. 

 

Keywords：statecraft knowledge of the West to control barbarians by barbarians 

 

 

 

 

 

 

 

 

 

 

 

 

 

 

 

 

 




